
领导权转移与全球治理*:
角色定位、 制度制衡与亚投行

贺 凯 冯惠云

* 本文为译文,英文原文刊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英文期刊 TheChinese
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2019年第12卷第2期。

《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卷第3期(总第15期),第31—59页。
Quarterly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

【内容提要】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多边制度

并对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展现自身的吸引力。如果说中国崛起势不可

当,那么未来世界将会走向何处? 其他国家又应做何准备? 借鉴制度制衡

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本文提出“领导权转移”的分析框架,以

解释全球治理中不同国家进行政策选择的动态原因,并以亚投行作为案例

进行考察。本文认为,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制衡

战略,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以便在亚投行

的筹建过程中争夺影响力和利益。在全球治理“领导权转移”的过程中,国

家具有领导者、挑战者和追随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定位,这些角色定位会塑造

国家对于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政策选择。制度制衡是国家在全球治理未来

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新型制衡行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崛起会比普

遍预测的结果更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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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是当前世界政治中最

热门的话题之一。自中国2013年提出设立亚投行的构想以来,亚投行的发

展就充满了质疑、惊喜和活力。亚投行正式成立于2015年3月,其创始成员

有57个国家,其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发达国

家。2016年8月31日,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寻求亚投行

成员资格的北美国家。但迄今为止,美国和日本依然拒绝加入亚投行。

对于决策者和学者而言,亚投行的案例既有政策相关性,也有学术重要

性。①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的构想意味着中国正式开始挑战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及战后国际秩序。② 如果说中国崛起势

①

②

RebeccaLiao,“OutoftheBrettonWoods:HowtheAIIBisDifferent,”Foreign
Affairs,27June,2015;PhillipY.Lipscy,“WhosAfraidoftheAIIB:WhytheUnited
StatesShouldSupportChinas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ForeignAffairs,
7May,2015;HelmutReisen,“WilltheAIIBandtheNDBHelpReform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Banking?”GlobalPolicy,Vol.6,No.3,2015,pp.297-304;XiaoRen,
“ChinaasanInstitution-Builder:theCaseoftheAIIB,”ThePacificReview,Vol.29,
No.3,2016,pp.435-442;MikeCallaghanandPaulHubbard,“The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Bank:MultilateralismontheSilkRoad,”ChinaEconomicJournal,Vol.9,
No.2,2016,pp.116-139;GregoryT.Chin,“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
GovernanceInnovationandProspects,”GlobalGovernance:AReviewofMultilateralism
an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Vol.22,No.1,2016,pp.11-25;SilviaMenegazzi,
“GlobalEconomic Governancebetween ChinaandtheEU:theCaseofthe Asian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AsiaEuropeJournal,Vol.15,No.2,2017,pp.229-
242;YuWang,“ThePoliticalEconomyofJoiningtheAIIB,”TheChineseJournalof
InternationalPolitics,Vol.11,No.2,2018,pp.105-130;JeffreyD.Wilson,“The
EvolutionofChinas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FromaRevisionisttoStatus-
seekingAgenda,”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Pacific,Vol.19,No.1,2019,
pp.147-176.

Cary Huang,“China-led Asian Bank Challenges US DominanceofGlobal
Economy,”SouthChinaMorningPost,11April,2015;DanielMcDowell,“NewOrder:
ChinasChallengetotheGlobalFinancialSystem,”World PoliticsReview,Feature
Report,14 April,2015;Stephen Roach,“Chinas GlobalGovernanceChallenge,”
YaleGlobalOnline,6June,2015;Ming Wan,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Bank:TheConstructionofPowerandtheStrugglefortheEastAsianInternational
Order(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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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当,那么亚投行就可以被视为对中国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

中潜在领导权的首次检验。中国在亚投行的表现及其对美国在世界政治中

霸权地位的影响,也会吸引各国决策者的关注。

从各国对亚投行的不同反应和政策选择角度考虑,亚投行为学者们提

供了几个有趣的研究问题。首先,为什么中国当初要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倡

议? 如果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挑战美国,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向

所有国家开放亚投行,使得美国也有资格加入? 其次,为什么美国拒绝加入

亚投行,并且试图劝阻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及其欧洲盟国加入? 最后,为什

么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选择加入亚投行,而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拒绝

加入?

关于亚投行的成立,学界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提出了多种不

同版本的“美国失误论”,而其他学者则关注亚投行中代表“中国胜利”的要

素。关于美国在亚投行中的失败,最盛行的论点可以追溯到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的份额改革。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国会的阻挠导致IMF改革失

败,这是中国决定创建亚投行的一个主要原因。① 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犯下的

另一个错误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设立亚投行的构想。尽管美国没有公开承

认,但正如斯蒂芬·罗奇(StephenRoach)所言:“美国反对亚投行只是因为

它是中国的倡议,仅此而已。”②这种态度无意中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中的声誉和合法性。例如,虽然美国对亚投行持批评态度,但世界银行

(WorldBank)行长金墉(JimYongKim)却在2015年初公开支持亚投行,称

“贫困才是真正的敌人,而不是希望帮助解决贫困的新参与者(亚投行)”③。

金墉此举将美国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使得美国对世界银行的实际控制遭

到质疑。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向其他国家尤其是

①

②

③

参见:AnnaYukhananov,“USCongress WillNotPassIMF ReformsThis
Year,”Reuters,10 December,2014;DanielDrezner,“Anatomyofa Whole-of-
GovernmentForeignPolicyFailure,”TheWashingtonPost,27March,2015.

StephenRoachetal.,“WashingtonsBigChinaScrew-up,”ForeignPolicy,26
March,2015.

参见:LeanAlfredSantos,“JimKim:Poverty,NotAIIBortheBRICSBank,is
theEnemy,”April8,2015,https://www.devex.com/news/jim-kim-poverty-not-aiib-
or-the-brics-bank-is-the-enemy-8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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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盟友施压,这被视为不明智甚至“无礼”的举措。①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玛德

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后来承认的那样:“我们(美国)不应该

这样做。”②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亚投行的成功不是由美国的政策失误而是中国在

外交上积极进取的成果。首先,亚投行倡议填补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空

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以下简称亚开行)2009年的一项估计,2010
年至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缺口约为8万亿美元,而亚开行

和世界银行每年为亚洲地区提供的基础设施资金仅为约200亿美元。③ 在

一定程度上,亚投行倡议旨在弥补这一融资缺口。中国的第二个成功之处

在于其对亚投行的包容性制度设计。尽管亚投行以亚洲的名义创建,但任

何国家都有资格加入。这种包容性的制度设计帮助中国缓解了来自其他国

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疑虑。中国在亚投行取得的另一个显著成果,就是借

助高超的外交技巧赢得了英国的支持。英国可以被视为西方世界倒下的第

一张多米诺骨牌,因为其他西方国家很快也纷纷效仿英国而加入了亚投行。

换句话说,中国对英国的吸引力造就了中国在亚投行的外交成功。

尽管“美国失误论”和“中国胜利论”都揭示了关于亚投行创建动力的一

些事实,但它们的分析存在两个弱点。第一,现有的两种观点都建立在有缺

陷的假定之上。例如,“美国失误论”假定,美国应该接受中国的亚投行倡

议,或者至少不应该试图压制它。④ 而“中国胜利论”则假定,中国通过亚投

行提供了任何国家都无法拒绝的公共产品。但是,为什么美国应该接受亚

①

②

③

④

JonathanPollack,“JoiningtheClub:How WilltheUnitedStatesRespondto
AIIBsExpandingMembership?”Brookings,17March,2015,https://www.brookings.
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3/17/joining-the-club-how-will-the-united-states-
respond-to-aiibs-expanding-membership/.

DavidR.Sands,“DemocraticTitansSayObama‘ScrewedUp’andGaveRisetoChinas
NewBank,”TheWashingtonTimes,1April,2015,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

news/2015/apr/1/efforts-to-head-off-china-development-bank-called-/.
“WhyChinaisCreatinga New ‘WorldBank’forAsia,”Economist,11

November,2014,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conomist-explains/2014/11/eco
nomist-explains-6.

ZacharyKeck,“WhytheUSisTryingtoSquashChinasNewDevelopment
Bank,”TheDiplomat,10Octob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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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 对美国来说,拒绝亚投行是一个确凿的外交错误,还是一个不可避免

的政策选择?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其答案。而对中国来说,亚投行

确实在亚洲亟需的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方面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空间,但

这种根植于公共利益的利他主义显然不是中国创建亚投行的全部原因。此

外,中国将如何利用亚投行或其他制度挑战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还不得

而知。

第二,现有的两种观点都聚焦于美国和中国,没有对其他国家不同的政

策选择作出解释。例如,尽管面临美国的压力,但澳大利亚和韩国还是决定

加入亚投行。与之相反,日本则选择与美国保持相同的立场。这三个国家

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由此产生了一个仍待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些

国家对亚投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除此之外,为什么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

在亚投行问题上似乎比澳大利亚和韩国更容易作出选择? 可以肯定的是,

亚投行不会是中国对美国发起的最后一个制度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其他

国家如何应对类似的情况将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竞争结果。

以上分析表明,亚投行的成立是一个与体系转型相关的问题,仅仅指责美国

的失误或赞扬中国的成功显然无法为此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本文 试 图 借 助 一 个 新 的 理 论 视 角———“领 导 权 转 移”(leadership

transition)理论———来回答上述问题。通过结合制度制衡理论和外交政策

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本文指出,亚投行代表了全球经济治理中“领导权转移”

的动态互动,美国和中国为领导权而展开竞争,其他国家则不得不在两大国

之间选择站位。基于其在“领导权转移”博弈中不同的角色身份,各国选择

不同类型的制度制衡战略,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

制衡,从而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演变和转型的过程中寻求自己的影响力和

利益。

特别是,本文认为,美国作为现有体系的领导者,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

领导权,因此更有可能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以此来反制现有制度面临

的潜在挑战。而作为挑战者,中国在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日益提升,中国需

要为此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以及自身的合法性,这也构成了中国更有可能

选择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原因,这一战略要求中国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

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加入其创建的制度。至于在“领导权转移”博弈中扮演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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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者的国家,它们对平衡特定利益的考量会塑造其政策选择。具体来说,如

果一国在新制度中感知到具体的利益,它将更有可能“为利益而追随”———

加入由挑战者创建的新制度,以获得旧的治理制度无法提供的利益。然而,

如果一国无法从新制度中感知到具体的利益,那么它更有可能选择“为稳定

(或安全)而追随”———与领导者保持相同的立场,以维持体系的现状。①

本文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本文将制度制衡理论与角色理论进行结合,

进而提出“领导权转移”理论,以阐明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的动态转型中如

何运用不同的制度战略。其次,本文通过考察美国、中国、英国和日本对亚

投行的不同政策选择来检验“领导权转移”模型的解释力。在结论中,本文

提出,亚投行的成立是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治理多边制度框架下的一场制

度性权力博弈。尽管现在预测中美博弈和制度转型的最终结果还为时过

早,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通过多边制度而实现的崛起会比人们普遍预期

的结果更加和平。

二、 “领导权转移”理论: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领导权转移”模型———来解释亚投

行的发展动力以及中美两国在未来全球治理领域的竞争。需要说明的是,

“全球治理”在国际关系领域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本文采纳托马斯·

韦斯(ThomasG.Weiss)和拉梅什·塔库尔(RameshThakur)的定义,将“全

球治理问题”(theproblématiqueofglobalgovernance)界定为“增进有力应

对跨境(尤其是全球性)集体问题出现的政府间制度的发展”②。韦斯和塔库

尔进一步将联合国事务分为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两大领域,即全球安全治

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本文遵循这一路径,认为在考虑全球治理以及全球治

①

②

关于“为利益而追随”,参见: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

Bring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1994,

pp.72-107.关 于“为 安 全 而 追 随”,参 见:Stephen M.Walt,TheOriginsof Alliance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ThomasG.WeissandRameshThakur,GlobalGovernanceandtheUN:An
UnfinishedJourney (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2010),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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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内的领导权转移时,应该区分不同的问题领域。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

内,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全球治理的所有问题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

讨论全球治理中可能出现的“领导权转移”时,我们需要确定全球治理涉及

的问题领域。

本文提出的“领导权转移”理论借鉴了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

制度制衡理论和角色理论。① 制度制衡理论认为,国家可以利用不同的制度

战略在国际体系中追求权力和影响力等现实利益。② 各国对亚投行的不同

政策选择归因于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实施不同的制度制衡战略。另一

方面,角色理论则探讨了个体国家的角色身份如何塑造其对于不同制度制

衡战略的政策选择。③

制度制衡理论包括三类: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

衡。④ 包容性制度制衡是指将制衡的目标国家纳入多边制度的战略。这

①

②

③

④

KaiHe,“RoleConceptions,OrderTransitionand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
Asia-Pacific:A New TheoreticalFramework,”AustralianJournalof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2,No.2,2018,pp.92-109.

关于制度制衡,参见:KaiHe,“InstitutionalBalancing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BalanceofPowerStrategiesinSoutheastAsia,”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4,No.3,2008,pp.489-518;Kai
He,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Asia-Pacific: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Chinas
Rise(London:Routledge,2009);KaiHe,“FacingtheChallenges:ASEANsInstitutional
ResponsestoChinasRise,”Issues& Studies,Vol.50,No.3,2014,pp.137-168;Kai
He,“Contested RegionalOrdersand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Politics,Vol.52,No.2,2015,pp.208-222;HuiyunFengandKaiHe,
“ChinasInstitutionalChallengestotheInternationalOrder,”StrategicStudiesQuarterly,

Vol.11,No.4,2017,pp.23-49.
KaleviJ.Holsti,“NationalRoleConceptions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14,No.3,1970,pp.233-309;StephenG.Walker,

ed.,RoleTheoryandForeignPolicyAnalysis(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

1987);CameronG.Thies,“RoleTheoryandForeignPolicy,”inRobertDenmark,ed.,

TheInternationalStudiesEncyclopedia (Oxford:Blackwell,2010).
参见:He,“InstitutionalBalancing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He,

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Asia-Pacific.也 可 参 见:SeungjooLee,“Institutional
BalancingandthePoliticsofMega-FTAsinEastAsia,”AsianSurvey,Vol.56,No.6,

2016,pp.1055-1076.



38   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

个多边制度的规则及规范将被用来约束和塑造目标国家的行为。东盟地

区论坛(ARF)是包容性制度制衡的一个成功案例。20世纪90年代,东盟

国家利用ARF中关于多边主义和合作安全的规范和规则,来约束中国的

行为。

排他性制度制衡是指从现有制度中将制衡目标国排除在外的战略选

择。这一制度的凝聚力和合作会对制衡目标国施加压力或抵消目标国所带

来的威胁。排他性制度制衡的一个案例是由美国主导的地区贸易集团,即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虽然TPP宣称对所有国家开放,但其高准

入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对国有企业的限制方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阻

止了中国的加入。① 对中国而言,TPP是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中国进行

制度制衡的一个案例,借助这一制度,美国可以利用TPP国家之间的团结和

凝聚力来疏远中国,并进一步削弱其在该地区内的影响力。

排他性制度制衡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上海合作组织(SCO)。作为SCO

的主要发起者,中国在SCO中享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然而,为了抗衡中

国在SCO的影响力,俄罗斯坚持邀请印度加入。这是俄罗斯实施的一项针

对中国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因为印度可以与俄罗斯合作,以限制中国在

SCO内的行为。2017年,俄罗斯的制衡取得了成功,印度最终加入了SCO。

而中国方面同时也邀请巴基斯坦加入SCO,以抵消印度在SCO内对中国施

加的制度性压力。

制度间制衡是排他性制度制衡的扩展形式。当一国被一个特定的制度

排斥在外时,它可以支持另一个或创建一个类似的制度,以抵消将其排斥在

外的制度所带来的压力。例如,面对TPP的压力,中国支持东盟创建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应对TPP的压力。此外,在2014年于中国举办

的APEC(亚 太 经 合 组 织)会 议 上,中 国 提 倡 建 立 亚 太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FTAAP)。FTAAP提案也可被视为中国对美国主导的TPP实施的制度

间制衡,FTAPP的成功可以减少TPP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①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正在对 TPP实施观望战略。然而,即使在美国于

2017年退出TPP之后,尽管国内存在一批支持者,中国也没有加入TPP-11。



领导权转移与全球治理: 角色定位、 制度制衡与亚投行 39   

制度制衡理论为解释各国对亚投行的行为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各国对亚投行选择不同的制度制衡战略。例如,为什

么美国拒绝亚投行,而英国却支持? 此外,加入的国家越多显然越会削弱中

国对亚投行的影响力,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选择包容性的制度设计并邀请

所有国家加入? 本文将角色理论与制度制衡理论相结合,以解释国家如何

应对全球治理中潜在的“领导权转移”。

角色理论是一个包含多种理论视角的研究纲领,它对“角色”概念在社

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着相似的看法。“角色”这一概念是从戏剧中借用而来

的隐喻。角色理论家认为,每个人都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社会实际是由

不同的个人角色组成的网络。角色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外交政策

分析和国际关系领域。角色理论对外交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

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能够将不同的理论视角整合到外交政策研究

中。① 正如蒂斯(CameronG.Thies)所言,尽管角色理论的理论价值在国际

关系领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略与质疑,但它确实具有将外交政策分析领

域内的不同层次联系起来、将国际关系领域的施动者与结构联系起来的

潜力。②

角色理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国家的角色身份塑造了它的政策选择。

换句话说,一国如何看待它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将影响其政策。例如,

苏联自认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在冷战期间介入了东欧的

①

②

MarijkeBreuning,“Role Theory ResearchinInternationalRelations,”in
SebastianHarnisch,CorneliaFrankandHannsW.Maull,eds.,RoleTheoryResearch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ceptual Challenges and Political Promise (London:

Routledge,2011),pp.16-35;Stephen G.Walker,RoleTheoryandtheCognitive
ArchitectureofBritishAppeasementDecisions:SymbolicandStrategicInteractionin
WorldPolitics(NewYork:Routledge,2013);SebastianHarnisch,“Conceptualizingin
theMinefield:RoleTheoryandForeignPolicyLearning,”ForeignPolicyAnalysis,

Vol.8,No.1,2012,pp.47-69;KaiHeandStephenWalker,“RoleBargainingStrategies
forChinasPeacefulRise,”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8,No.4,

2015,pp.371-388.
CameronG.Thies,“RoleTheoryandForeignPolicy,”inRobertDenmark,

ed.,TheInternationalStudiesEncyclopedia (Oxford:Blackwel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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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事务。与此类似,美国在冷战期间将自己视为全球反共产主义的领导

者,因此挑起了越南战争,以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效

应式的扩散。

以亚投行为案例,本文提出了基于制度制衡理论和角色理论的“领导权

转移”理论。由于外界普遍认为亚投行的成立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的制度性挑战,本文由此认为,亚投行的创建代表着全球治理体系潜在的

“领导权转移”,但这个过程最终是否会成功仍然无法确定。正如国际体系

中的权力转移一样,当一个国家创建一个新制度,并且该制度被主导国视为

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威胁时,将会引发全球治理体系“领导权转移”的进

程。此外,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类似,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

权转移”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因此,“领导权转移”模型侧重于考察转

移期间不同类型国家的制度战略选择。根据角色理论,可以将“领导权转

移”过程中的角色分为三类:领导者、挑战者和追随者。权力转移理论预测

崛起国和霸权国在冲突中会采取军事制衡的手段。与此不同,全球治理体

系的“领导权转移”进程将通过制度制衡的方式进行,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

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①

所有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过程时,都需要计算成本和收益。

对于体系主导国来说,其权威与合法性将面临来自于挑战国最严峻的挑战。

因此,对于体系主导国来说,最大限度地减少竞争对手对现有体系的制度性

影响是其合理选择。而实现这一目标最简单及最好的方法是一开始就拒

绝承认新制度的合法性并贬低其价值。因此,主张拒绝认可和加入新制度

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成为主导国一种合理的政策回应。此外,主导国还需要

劝阻其他国家加入新制度,因为新制度的成员越少,对体系的影响力就

越弱。

对于挑战国来说,其直接目标是利用一个新制度来增强其在体系中的

权力和价值。从长远来看,新制度可以成为挑战者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接管

① 参见:KaiHe,“RoleConceptions,OrderTransitionandInstitutionalBalancing
intheAsia-Pacific:ANewTheoreticalFramework,”AustralianJournalof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2,No.2,2018,pp.9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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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的制度基础。然而,挑战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将是如何让新制度

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挑战者必须向其他国家证明,它创建的新制度能够提

供现有体系无法提供的额外收益。为了做到这一点,挑战者必须放弃一些

短期经济收益,才能让新制度运转起来。包容性制度制衡是挑战国在当前

体系下争取其他国家支持的合理政策选择。虽然新制度的成员越多,挑战

国受到的限制可能也越多;但是,新制度的成功将有利于挑战国的长期目

标,即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确立新的主导地位。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它们的角色是在主导国和挑战国的制度竞争中充

当追随者。它们必须在主导国和挑战国之间作出选择。具体来说,这些国

家可以追随主导国,从而与新制度保持距离;也可以支持挑战国,进而加入

新制度。如上所述,为了吸引追随者,挑战国需要提供主导国无法提供的额

外利益。因此,如果追随国从新制度中感知到一些具体的利益,它们将选择

加入新制度来支持挑战国。但是,如果追随国没有发现新制度带来的任何

好处,它们就会追随主导国,因为维持现有体系会带来更高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

通过结合角色理论和制度制衡理论,“领导权转移”理论提出了以下三

个假设。

假设1:如果一国认为自己在全球治理的某个领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

色,那么它更有可能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或制度间制衡战略,也可能同时采

取这两种制衡战略,以削弱体系中其他国家创建的任何新制度的影响力和

价值。

假设2:如果一国认为自己在全球治理的某个领域扮演着挑战者的角

色,那么它更有可能采取一种包容性制度制衡的战略,以此争取其他国家的

支持,确保它所创建的制度取得成功。

假设3:如果一国认为自己在全球治理的某个领域扮演着追随者的角

色,那么它可以对新制度采取包容性或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如果该国感

知到某些具体的利益,它更有可能支持挑战者的新制度。否则,它将追随领

导者,从而与新制度保持距离。

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领导权转移”理论是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特定

问题的模型。本文认为,对全球治理的不同问题领域进行分类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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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全球治理既包括权利(权力),也包括责任。正如前文所述,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在全球治理的所有问题领域都成为领导者或挑战者。例如,自二

战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在气候变化、文化交流等其他问题上,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成为领

导者。因此,“领导权转移”模型是一个特定问题的模型,适用于领导者、挑

战者和追随者之间存在权力变化的任何全球治理领域。本文对亚投行进行

的案例分析将作为这一模型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的实证检验。此外,它还

将为全球治理其他领域的“领导权转移”提供一些启示。

其次,在经验检验层面,本文面临搜集用于案例分析的直接证据的难

题。亚投行的筹建发生在2013—2015年,目前许多相关的官方文件仍然是

机密文件。由于事件的敏感性,采访任何直接参与亚投行的官员也很困难。

因此,本文不得不依靠二手资料,如报纸报道,来对不同国家对亚投行的政

策行为进行初步研究。因此,这项研究可以被视为一种理论驱动的合理性

探索,它将在未来启发更多的研究和假设检验。

本文采取一致性检验来考察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在一致性检验中,本

文探讨了四个国家即美国、中国、英国和日本对亚投行的政策选择。在每个

案例中,本文都会考察这些国家的角色身份与它们对亚投行的政策选择之

间的关系。如果一国的角色身份与假设中提出的政策选择趋同,那么本文

的模型就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如果没有,那么本文的假设就被证伪,需要探

索其他变量来解释这种不同的结果。

三、 亚投行中的制衡博弈

根据角色理论,确定一个国家的角色需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国家或

国家领导人需要经历一个自我角色识别过程,以便指定国家将扮演的角色。

第二,这种自我的角色认同必须得到外部世界的认可。如果外部世界认可

国家自我认同的角色,那么该国就完成了其角色定位的过程。如果外部世

界拒绝国家自我认同的角色,该国就需要与外部世界重新协商其角色。自

我角色定位与角色认可之间的差异有时会导致政策的失败以及国家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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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对抗。①

(一)美国的领导者角色与排他性制度制衡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将自己视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如上所述,

美国的主导地位建立在其军事实力以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的基础之上。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美国明确表示:“美国

强大而持续的领导作用,对于一个促进全球安全与繁荣以及各国人民尊严

和人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言必不可少。问题从来不在于美国是

否应该领导,而在于我们如何领导。”②在这份长达35页的文件中,“领导权”

被强调了15次。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掩饰其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者,美国的自我角色定位也得到了外部世界

的认可。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HsienLoong)于2016年在接受《华

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指出:“美国可能会被国内政治搅得很乱,但它在贸易

和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或缺的……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无可替

代。”③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公开认可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2014年

底,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公开讲话称:“引领世界的是美国。对

此,我们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

地位。”④

①

②

③

④

CameronG.Thies,“InternationalSocializationProcessesvs.IsraeliNational
RoleConceptions:CanRoleTheoryIntegrateIRTheoryandForeignPolicyAnalysis?”

ForeignPolicyAnalysis,Vol.8,No.1,2012,pp.25-46.
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WashingtonDC:TheWhite

House,2015).
William McGurn,“LeeHsienLoongsAmericanExceptionalism,”TheWall

StreetJournal,31March,2016,http://www.wsj.com/articles/lee-hsien-loongs-american-
exceptionalism-1459464855.

WangYang,“TheroadtoSino-USeconomicpartnersisgettingwiderandwider
(中美经济伙伴之路越走越宽广),”MinistryofCommerceofthePeoplesRepublicof
China,22December,2014,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12/201412
008409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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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领导权转移”理论,美国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领导者,更有可能对

中国的亚投行倡议选择一种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事实上,美国对亚投行

采取了“三不”政策。首先,“不认可”亚投行的倡议。美国认为亚投行是多

余的,因为当前体系中已经有世界银行、IMF和亚开行。据《华尔街日报》报

道,虽然白宫没有公开批评亚投行,但美国政府实际上将亚投行视为“中国

创建的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进行竞争的工具”。①

其次,“不加入”亚投行。尽管中国努力游说,许多美国学者和政策顾问

也主张加入亚投行,但美国政府仍拒绝加入亚投行。据《纽约时报》报道,奥

巴马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埃文·梅代罗斯(EvanMedeiros)在一次会面

中告诉中国代表团:“我不会买你做的蛋糕。”这支中国代表团由金立群领

导,金立群是后来的亚投行行长,并且在2014年计划游说美国接受亚投行的

构想。据报道,金立群回答:“随时欢迎你来厨房帮忙烤蛋糕。”②这里,真正

的问题不是“蛋糕”,而是“厨房”。美国不愿进入厨房,因为它在那里没有发

挥主导作用。

再次,美国试图说服其盟国“不加入”亚投行。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

主管国际经济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卡罗琳·阿特金森(CarolineAtkinson)是

现有金融治理体系的强力捍卫者,也是试图影响亚投行成员构成的主要参

与者。在一系列高级别会议上,阿特金森和她的同事们试图制定针对亚投

行的“遏制战略”,特别是,“美国劝阻澳大利亚和韩国不要签署协定,它给七

国集团成员国的建议是,美国需要团结的统一战线”③。通过“三不”政策,美

国的目标是疏远、削弱亚投行,甚至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价值去合法

化。因为如果只有亚洲小国加入,那么亚投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中国

对当前体系的挑战将会大打折扣。

①

②

③

PeterFord,“ANewlyModestChina?OfficialsReassurancesRaiseEyebrowsin
US,”TheChristianScienceMonitor,7January,2015.

JaneFerlez,“ChinaCreatesaWorldBankofItsOwn,andtheUSBalks,”The
NewYorkTimes,4December,2015.值得一提的是,埃文·梅代罗斯对他与金立群谈话

的报道质疑。然而,描述这段对话的原始消息来源坚持自己的说法。

JaneFerlez,“ChinaCreatesaWorldBankofItsOwn,andtheUSBalks,”The
NewYorkTimes,4Decemb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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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面临制度性

挑战。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Mohamad)提

议建立一个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的自由贸易区,以鼓励东盟国家

与日本、中国和韩国这三个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由于美国强

烈反对EAEC的构想,因此日本拒绝加入,这导致EAEC构想在萌芽阶段就

夭折了。①1997—1998年经济危机后,日本提议建立名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AMF)的区域货币基金组织,以作为对IMF在危机期间没有充分帮助亚洲

国家的制度性反应。但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最终放弃了建立AMF的

构想。②

EAEC和AMF的案例进一步证明,在面临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性挑战

时,“领导权转移”理论针对主导国的政策选择作出的推断符合现实情形。

EAEC和AMF都属于全球贸易和金融治理领域,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被定

位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对EAEC和AMF这些仅

面向亚洲的制度建设采取了反对的政策。因为不论马来西亚或日本是否将

自己在EAEC或AMF中的角色定位为美国的挑战者,在美国决策者看来,

EAEC和AMF的提议都严重威胁了美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

地位。这里,重点在于威胁的级别和性质,而不是威胁的来源。特别是,马

来西亚的EAEC倡议是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亚洲区域贸易集团,它将严

重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比如削弱APEC的作用。而

日本的AMF提议则反映了亚洲国家对IMF和世界银行的不满,因为它们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没有为亚洲经济体提供有效的援助。AMF潜

在的成功会严重损害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③,尤其是IMF和世界银

行的合法性。因此,根据“领导权转移”模型,如果新制度可能对美国在全球

①

②

③

TakashiTerada,“ConstructinganEastAsianConceptandGrowingRegional
Identity:FromEAECtoASEAN+ 3,”ThePacificReview,Vol.16,No.2,2003,

pp.251-277.
PhillipY.Lipscy,“JapansAsianMonetaryFundProposal,”StanfordJournal

ofEastAsianAffairs,Vol.3,No.1,2003,pp.93-104;YongWookLee,“Japanand
theAsian Monetary Fund:AnIdentity-Intention Approach,”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Vol.50,No.2,2006,pp.339-366.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瓦解,因此这句话存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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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特定领域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那么美国不参与并且反对新制度的政

策选择就是合理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一直反对新成立的金融制度或仅面向亚洲

的制度。20世纪60年代,美国支持并加入了亚开行。在冷战结束后不久,

美国也同样加入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① 这是因为,美国决策者认

为,亚开行和EBRD都不会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构成威胁。相

反,EBRD和亚开行在成立之初都加强了美国的主导作用,并为美国的战略

利益服务。②

SCO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制度,它仅面向亚洲地区,最初被称为“上海

五国”,是一项针对 中 国 和 中 亚 四 个 邻 国 的 建 立 信 任 措 施(confidence-

buildingmeasure)。由于SCO不在美国的全球治理范围内,美国虽然可能

不喜欢其反西方的倾向,但也无力提出反对。此外,一些非东亚地区的金融

制度,例如伊斯兰开发银行(theIslamicDevelopmentBank)或安第斯基金

(AndeanFund),则聚焦于某些伊斯兰国家或某一地理区域(安第斯基金面

向拉丁美洲)。这些制度带来的潜在“威胁”(如果有的话)还不足以削弱美

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没有给

予它们与EAEC和AMF同等的关注。

公平地说,美国一开始就拒绝亚投行并不一定是政策上的失败,因为在

“领导权转移”的情况下,主导国通常都会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这种战略

在之前的EAEC和AMF案例中都发挥了作用。实际上,在亚投行的案例

中,美国排他性制度制衡的失败并非源于战略上的失误,而是因为这次的对

手与以往不同。

需要澄清的是,美国自我定位的领导者角色并不总能推导出排他性制

①

②

参见:Steven Weber,“OriginsoftheEuropeanBankforReconstruction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1,1994,pp.1-38.

美国最初不愿支持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亚开行。然而,由于越南

战争的战略需要,美国改变了对亚开行的态度。关于美国对亚开行的政策,参见:Nitish
Dutt,“TheUSandtheAsianDevelopmentBank:Origins,StructureandLending
Operations,”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Vol.31,No.2,2001,pp.24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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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制衡战略的政策选择。如前所述,二战结束后,美国首先建立了布雷顿森

林体系,那时美国的战略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与此相同,美国也

曾在2000年实施包容性制度制衡,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通

过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美国有意利用 WTO的规则和规范来社会化中国在

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行为选择。然而,上述案例并不能驳斥“领导权转移”模

型,因为本文的模型只适用于全球治理中潜在的“领导权转移”。换句话说,

该模型并不总能解释所有的制度战略。在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允许

中国加入 WTO之时,全球治理体系并没有发生领导权转移。相反,美国在

全球治理领域是毫无疑问的领导者,因此美国将其他国家纳入其创建和主

导的制度是合理的。然而,当其领导权受到挑战时,正如“领导权转移”模型

所解释的那样,美国将选择不同的制度战略来应对这些威胁。

(二)中国的挑战者角色与包容性制度制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威胁”。中国

领导人一直在努力让世界相信,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为了消除外界的

疑虑,中国政府在2004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① 然而,在

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并且被认为过于弱小,无法对当前体

系构成威胁。关于中国参与现有国际制度的主要论述是如何使中国与西方

主流的规则和规范相适应。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被动地位开始发生

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在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未指名地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家“不适宜的宏

观经济政策”和“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结合当时的国

①

②

BonnieS.GlaserandEvanS.Medeiros,“TheChangingEcologyofForeign
Policy-MakinginChina:TheAscensionandDemiseoftheTheoryofPeacefulRise,”The
ChinaQuarterly,Vol.190,2007,pp.291-310.

AlastairIainJohnston,SocialStates:Chinain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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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温家宝总理所指的国家显然包括美国。① 在俄罗斯的呼应下,中国

开始要求在新的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09年3月,时任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呼吁寻找能够替代美元的世界货币,并提出创造“与

个别国家脱节并能长期保持稳定的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显然,周小川的言

论表明中国试图调整当前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②

自习近平于2012年底执政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正朝着一个新的方向

发展,这反映在中国近年来“奋发有为”的政策偏好上。在当前的全球治理

体系中,美国的角色是领导者和霸权国,中国的角色则逐渐成为美国领导的

体系的挑战者。例如,在2014年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上,

习近平提倡:“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

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③习

近平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各国拒绝美国等外部势力干涉地区

事务的诉求。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建立命运共

同体———这是中国对亚洲新安全和经济秩序的愿景。正如一些评论人士

所言,习近平对命运共同体的呼吁代表着“中国开始改变近几十年来主要

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内行动的状态”④。

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挑战者角色也得到了外界的证实。例

如,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Obama)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指

出,中国是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挑战者,他表示:“中国希望为世界上发展

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我们为什么会让这发生? 我们才应该是这些规则

①

②

③

④

AndrewEdgecliffe-Johnsonetal.,“WenandPutinLectureWesternLeaders:

ChinesePremierAttacks‘BlindPursuitofProfit’,”FinancialTimes,29January,2009.
ZhouXiaochuan,“Reform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ChinaDaily,25

March,2009,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3/25/content_7612847.
htm.

XiJinping,“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for New Progressin Security
Cooperation,”RemarksattheFourthSummitoftheConferenceonInteractionand
ConfidenceBuildingMeasuresinAsia,21May,2014.https://www.fmprc.gov.cn/mfa_

eng/zxxx_662805/t1159951.shtml.
CharlesHutzler,“ChinaBanksonSharingWealthtoShapeNewAsianOrder,”

TheWallStreetJournal,29Marc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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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者。我们应当公平竞争。”①美国两位主要政策分析人士更是断言“中

国与美国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非常激烈”,中国是“最有能力支配亚洲大陆

的国家,因此破坏了美国传统的地缘政治目标,即确保这一地区不受霸权

控制”。②

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将中国视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中国和俄罗斯每年都在官方声明中呼吁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新秩序。在俄罗

斯领导人看来,中国至少会是俄罗斯挑战美国的伙伴。2015年4月,印度尼

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Widodo)也加入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团队,呼吁

建立一个“向新兴国家开放、不受任何特定国家集团支配”的全球经济新秩

序。③ 尽管佐科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中国或美国,但大家都明白,印尼支持

中国在未来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挑战美国。作为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

的挑战者,中国的角色定位得到了外部世界的进一步认可。

根据“领导权转移”理论,中国更有可能选择包容性制度制衡来挑战当

前的霸权国。中国的包容性制度战略由两个步骤组成。第一,作为挑战者

(也是后来者),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将努力在现有制度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但是,它们的努力不一定会得到当前霸权国或主导国的尊重。一个典型的

案例是新兴经济体试图增加IMF投票权所面临的困境。

第二,如果挑战者的需求在现有制度下不能得到满足,那么挑战国将创

建一个新制度来挑战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并挑战霸权国在全球治理特定领

域的领导者角色。正如假设2所表明的,为了提高新制度的合法性和成功

率,挑战国更有可能创建一个新制度,并使其容纳包括当前霸权国在内的尽

可能多的成员,以便在全球治理的特定领域建立自己的领导权。

①

②

③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Obamas Remarksin Stateofthe Union
Address,”January20,2015,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

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
RobertD.BlackwillandAshleyJ.Tellis,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ard

China (NewYork: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2015),p.5.
ZakirHussain,“IndonesianPresidentJokowiCallsforNew,moreEqualGlobal

EconomicOrder,”TheStraitsTimes,23Apri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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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是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运行第二步骤的经典案例。一方面,中

国设计了一个包容性的多边制度来吸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支持。

如前所述,亚投行弥补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缺口。另一方面,

中国并没有将亚投行成员限制为亚洲国家。相反,中国还积极邀请欧洲国

家和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加入,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第一,多边设计可以帮助中国避免低效的融资实践,中国曾在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双边援助和贷款中经历过这种状况。① 加

入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越多,越能提升亚投行和中国在全球治理新格

局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中国甚至努力邀请日本加入亚投行,因为日本的

加入有利于提升亚投行的信用评级。而按照亚投行的制度设计,日本如果

加入,便能获得一个副行长的职位。② 换句话说,中国的包容性制度设计不

仅是名义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

第二,除了包容性之外,制度制衡战略的关键特征在于其制衡功能,中

国可以利用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制衡在国际关系的

研究中是一个军事战略领域的术语,原意是实现两国军事力量的平衡。在

全球治理中,它是指国家在多边制度中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约束他人

行为而制定规则和规范的政策行为。在亚投行问题上,中国在制定制度的

规则和规范时与其他成员国进行了原则性谈判。一方面,中国同意与其他

成员国就股权结构和决策过程等制度机制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中国在设

计亚投行时也坚守自己的原则。

据报道,考虑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规模,中

国最初打算持有50%的亚投行股份。而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加入之后,中国

同意减持其股份。最终,在2016年1月亚投行开业时,中国获得了26.6%
的投票权。尽管中国仍是亚投行事实上拥有否决权的最大股东,但中国坚

持称无意保留否决权。正如金立群行长所解释的:“仍然有许多国家在等待

①

②

InjooSohn,“AIIB:APlankinChinasHedgingStrategy,”BrookingsEastAsia
CommentarySeries,May11,2015,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aiib-a-plank-
in-chinas-hedging-strategy.

“TheAIIBStorm:JapanLostItsFirstVicePresidentPosition,”NikkeiNews,

20Apri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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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中国的投票权会相应下降。实际上,一票否决权

会逐渐消失。”①

经过与其他成员国为期两年的谈判,亚投行建立了一个关键的决策程

序,引入了“固定的”特别多数原则,特别多数由2/3的成员组成,拥有3/4的

投票权。这种“固定的”特别多数原则是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的主要区别,因

为没有单个国家能够改变亚投行的特别多数。这意味着中国无法做到美国

在世界银行通常所做的事情,并且在新成员加入导致投票权减少时,中国也

不能通过增加特别多数来保持其否决权。换句话说,中国主动限制了自己

在亚投行的影响力。金立群行长解释说,中国这种自我约束行为背后的原

因是,“通过集体协商和民主决议,中国可以赢得信誉并和各国建立互信关

系”。②

但中国在治理结构上坚持自己的原则,主张设计一个“精益、清洁、绿

色”(lean,cleanandgreen)的亚投行。例如,亚投行秘书处计划招募700名

员工,这远低于亚开行总部的2000名员工。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有时会在不

同国家设立办事处,与此不同,亚投行只会指派专家和工作人员参与项目。

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海外办事处不必要的开支,而且可以避免总部和区

域中心在决策方面的重复。

更重要的是,与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不同,亚投行没有一个常驻董事会来

管理日常业务。按照大多数开发银行的做法,常驻董事会是进行有效监督

的必要机构。但中国认为,这会成为不必要的和多余的成本,并且会降低决

策过程的效率。③ 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日本拒绝亚投行的原因

之一,就在于这种缺乏常驻董事会的治理结构。尽管中国试图说服日本加

入亚投行,但并未改变自己在常驻董事会问题上的立场。由于亚投行于

①

②

③

JingFu,“AIIBChiefRulesOutChinaVetoPower,”ChinaDaily,27January,

2016,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1/27/content_23265846.htm.
Ibid.
RobertM.Orr,“The Asian DevelopmentBankandthe 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Bank:ConditionalCollaboration?”AmericanAmbassadorsReview,4May,2016,

https://www.americanambassadors.org/publications/ambassadors-review/spring-2016/the-asian-
development-bank-and-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conditional-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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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才开始运营,其真实效果仍然有待观察。但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来

看,不设立常驻董事会的安排将有利于中国在与亚投行其他成员打交道时

的制衡效果。

中国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的最后一个特点在于通过亚投行提供公共产

品,进而与美国展开领导权竞争。约瑟夫·奈(JosephNyeJr.)认为,20世

纪40年代出现的“美国世纪”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具

备提供其他国家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独特能力。① 因此,任何美国的挑战

者如果想要取代美国在体系中的角色,都需要具备同样的能力。某种程度

上,中国借助亚投行和其他多边制度,已经与美国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展开了

竞争。

2014年8月,在访问蒙古国期间,习近平发表演讲,表示要在经济发展

方面为其他国家提供“搭便车”服务。习近平说:“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

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②习近平的声明被视为对奥巴马的

直接回应,奥巴马此前指责中国30年来在国际体系中扮演“搭便车”的角

色。③ 与美国对“搭便车”的不满相反,中国接受了国际体系中的“搭便车”行

为,并准备在未来为“搭便车者”提供公共产品。

例如,2013年10月,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许多经济体。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复兴一条从亚洲延伸到欧洲的古老贸易路线,加强

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它被视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二战后,美国曾利用马歇尔计划为西欧重建提供资金。相比之下,中国的

①

②

③

JosephS.NyeJr.,IstheAmericanCenturyOver? (NewYork:JohnWiley&
Sons,2015).

XiJinping,“Watchingandhelpingeachother,creatinganeweraofSino-
Mongolianrelations(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XinhuaDaily,22August,

2014,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5359.htm.
“ExclusiveInterview:Obamaonthe World,”NewYorkTimes,August8,

2014,http://www.nytimes.com/video/opinion/100000003048414/obama-on-the-world.
html? playlistId=119481162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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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将比马歇尔计划的规模大得多,也更具雄心。① 如果说马歇

尔计划是美国向西欧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向全

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计划。

2014年12月,中国宣布设立400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以改善“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中国承诺为亚投行提供500亿美元。此外,中

国承诺认购金砖国家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安排中的410亿美元。应急储备

安排旨在向遭受金融压力的金砖国家成员国提供紧急信贷,这与IMF的全

球职能相同。亚洲国家之间类似的安排是清迈协议,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后,亚洲各国于2000年签署了该协议。其中,中国向清迈协议贡献了770亿

美元。尽管中国向应急储备安排和清迈协议都贡献了很大一部分资金,但

它主动限制了自己的提款权。在清迈协议中,中国贡献了770亿美元,但只

能借到400亿美元。在应急储备安排中,中国提供了410亿美元,但只有

200亿美元的提款权。② 然而,所有这些承诺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因为没

有任何国家使用过这些紧急资金。但这些金融贡献和承诺至少表明,中国

愿意像美国过去那样,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公共产品。

(三)制度制衡中的追随者角色与利益平衡

与领导国和挑战国不同,其他国家不需要确定自己的角色,它们默认自

己为追随国。但是,在“领导权转移”的情况下,它们需要决定追随何者,是

当前的领导国还是挑战国。追随者的角色进一步划分为领导者的追随者或

挑战者的追随者。正如在“领导权转移”模型中提到的,如果一国感知到挑

战者和新制度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利益,它就会成为挑战者的追随者。否

则,该国就会支持领导国以维持体系的现状。

英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紧密的军事盟友和经济伙伴。但是,它们对中国

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战略重点。尽管英国偶尔会对中国的军事现

代化计划和国防预算透明度表示担忧,但它并不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然

①

②

EndaCurran,“ChinasMarshallPlan,”Bloomberg,8August,2016.
DanielMcDowell,“New Order:ChinasChallengetotheGlobalFinancial

System,”WorldPoliticsReview,FeatureReport,14April,2015,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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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曾受到政治和人权问题的严重影响。英国外交

部在对华政策中设立了许多模糊而不切实际的期望。例如,英国对华政策

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中国进行内部法律和政治改革。① 因此,通过批评中国

的人权记录和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英国企图在应对中国事务的过程中扮

演“讲师”或“救世主”的角色。

自卡梅伦2013年对华商务访问开始,英国对华政策就由财政部而非外

交部主导。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Osborne)强烈主张与

中国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英国开始将对中国的政策重点从政治和

人权转向投资和经济合作。同时,由于国内选举的压力,卡梅伦也非常希望

能够借助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促进英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亚投行成了

卡梅伦无法拒绝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提议。

英国决策者认识到,亚投行可以带来许多具体的经济利益。根据英国

财政部发布的一份官方声明,奥斯本称亚投行“对英国和亚洲来说是一个无

与伦比的机遇”,因为它能“在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

工作和投资的最佳机会”。② 首先,英国企业将在亚投行资助的亚洲大型基

础设施交易中获得更多商机,甚至是优惠待遇。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不是唯

一一个关心亚投行经济效益的国家,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希望从亚投行

资助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中“分一杯羹”,因为欧盟是建筑服务的主要出

口方。③ 对英国来说,另一个吸引之处是,它对亚投行的支持将会促成与中

国的协议,从而将伦敦指定为离岸人民币交易清算中心。

2014年2月,奥斯本会见了中国官员,讨论在伦敦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

的可能性。据奥斯本称,这次商讨将确立伦敦作为西方离岸人民币交易中

①

②

③

KerryBrown,“TheUKShowsLeadership,andStrategicClarify,inJoining
AIIB,”ChathamHouseCommentary,20March,2015.

HMTreasuryandRtHonGeorgeOsborneMP,“UKIntendstoBecomea
ProspectiveFoundingMemberof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GOV.UK,

12March,2015,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nounces-plans-to-join-
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

MikkoHuotari,“WhatWentWrongwithUSStrategyonChinasNewBank
andWhatShouldWashingtonDoNow?”AChinaFileConversation,24March,2015,

www.chinaf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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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地位。① 由于人民币已经超过新加坡元和港币成为世界第八大支付货

币,蓬勃发展的人民币业务将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然而,目前尚不

清楚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与在伦敦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的谈判有何关联。

但在2016年4月(英国加入亚投行后约一年),伦敦正式超过新加坡,成为香

港以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占所有离岸人民币交易的6.3%。②

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针对中国而实施的包容性制度制衡。一方

面,英国的参与得到了中国的高度赞赏和奖励。除人民币清算中心外,英国

还获得了亚投行副行长一职。另一方面,英国声称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

权力约束中国在亚投行的行为,这将使亚投行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

面成为“最佳范例”。正如英国官员所言,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原因之一是为

了确保“英国能够塑造这一新制度”。③ 换句话说,在亚投行中,英国不会总是

服从中国。相反,英国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发言权,确保亚投行在基础设施

项目融资方面保持国际标准,防止亚投行成为中国扩大自身利益的外交工具。

由于亚投行多边主义的设定提供了制约甚至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机制,

其他西方大国预计也将与英国采取同样的政策。但是,评估英国和其他欧

洲大国在亚投行中的制衡行为是否会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现在还为时过早。

但清楚的是,英国作为亚投行的内部成员,在监督和塑造亚投行未来发展方

面,将比美国、日本等外部大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自21世纪初以来,两国的双边关系

一直被领土争端、历史记忆和安全竞争蒙上阴影。2009年,两国船舰相撞事

件加剧了钓鱼岛领土争端。2012年,日本官方的购岛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与

中国的关系。民族主义和历史记忆也为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火上浇油。自

2010年以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间

①

②

③

GraceLiandMichelleChen,“China,UKDiscussSettingUpYuanClearing
BankinLondon—Osborne,”Reuters,20February,2014,http://uk.reuters.com/

article/uk-markets-offshore-yuan-idUKBREA1J06A20140220.
“UK Becomes Second-largest Offshore RMB Clearing Centre,”Financial

Times,20April,2016.
NicholasWatt,PaulLewisandTaniaBranigan,“USAngeratBritainJoining

Chinese-ledInvestmentBankAIIB,”TheGuardian,13Marc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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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的转变也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安全担忧。例如,在

2014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日本将中国和朝鲜列为日本国家安全的两大

安全威胁。特别是,日本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建设和活动,包括中国

于2013年底宣布在钓鱼岛划设防空识别区(ADIZ),表达了强烈的担忧。①

日本决策者认为,亚投行提议对日本造成的损失大于利益。日本领导

人大体上需要考虑成立亚投行带来的两种损失。第一种是日本在亚太地区

金融治理领域的地区领导权。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安倍称:“他仍

然对亚投行抱有深深的怀疑,认为它是一种扩大中国战略和经济实力的手

段。”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亚投行对日本的区域地位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和

威胁,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区域金融治理领域。如前所述,在战后美国主导

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日本一直是亚开行的领导者。亚投行不仅威胁到美

国的总体主导地位,还特别对日本在亚开行中的角色构成了挑战。亚投行

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亚开行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面表现不佳。显

然,亚投行的成功与削弱亚开行以及日本在亚洲次区域领导权存在相关性。

因此,如果将“领导权转移”模型在区域范围内操作,那么日本在区域金融治

理中扮演的就是领导者的角色,而中国则是挑战者。正如美国无法在全球

范围内接受中国的挑战一样,从地区领导者的角度看,日本也不会接受亚投

行。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领导的亚投行将对日本在亚太地区金融治理体

系中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另一个阻碍日本加入亚投行的成本要素是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由

于美国拒绝了亚投行的成员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加入亚投行,它

将与盟友分道扬镳”。此外,“为强化日美同盟,安倍曾于4月(2015年)访问

了美国,如果日本在这之后不久就宣布加入亚投行,将会显得尤为奇怪”。③

很明显,日美同盟是阻碍日本加入亚投行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换句话说,亚

投行带来的潜在好处(如果有的话)将无法超过潜在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中

①

②

③

MatthewCarney,“JapansDefenceWhitePaperRevealsConcernsoverChina,

NorthKorea,”ABCNews,5August,2014,http://www.abc.net.au/news/2014-08-
05/japan-releases-2014-defence-white-paper/5650536.

“ToJoinornottoJoin,”Economist,28May,2015.
“ToJoinornottoJoin,”Economist,28Ma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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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区域主导地位的丧失以及对日美同盟关系的潜在损害。

因此,日本对亚投行采取了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日本坚定拒绝加入

亚投行,这与美国的立场相同。

日本还实施了制度间制衡战略,这是排他性制度制衡的一种延伸,旨在

削弱亚投行的潜在影响力。2015年5月(亚投行成立后约一个月),日本主

导的亚开行宣布,将为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提升近40%的资金,达到180亿

美元。① 正如一些评论员所言,亚开行的决定并非巧合。② 如果亚开行能够

从亚投行手中“抢得先机”,日本将从中获利。此外,日本还于2015年5月宣

布,将在5年内为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1100亿美元的援助。③ 值得注意

的是,日本提供的资金超过了亚投行预计的1000亿美元资金总额。毫无疑

问,日本试图利用自己主导的制度,如亚开行和庞大的援助计划,来反制中

国对其在亚太地区金融领域区域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

四、 结 论

通过结合角色理论和制度制衡理论,本文提出了“领导权转移”理论,以

解释各国对亚投行的不同政策反应。全球治理涵盖不同的问题领域,“领导

权转移”模型显示,在全球治理特定领域潜在的领导权转移过程中,各国确

定其各自不同的角色。当挑战国提出建立一个新制度时,就意味着全球治

理某一特定领域的领导权可能发生转移。为了争取支持并增强新制度的合

法性,挑战国更有可能实施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新制度提供额外的利

益,以作为旧制度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国对亚投行的包容性设计以及

大量提供基础设施发展公共产品的资金证明了这一论点。

①

②

③

“AsianDevelopmentBankPledgestoIncreaseLending,CooperatewithChina-
ledBank,”JapanTimes,5May,2015.

DenielRunde,“BritainLaunchesEuropeanRushtoJoinAIIB,Now What?”

ForeignPolicy,17March,2015.
LeikaKiharaandLindaSieg,“JapanUnveils$110BillionPlantoFundAsia

Infrastructure,EyeonAIIB,”Reuters,21Ma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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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体系主导国更有可能实施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来抵制挑战

国创建的新制度,正如美国对亚投行的强烈反对及其在欧洲和亚洲遏制亚

投行的行为所表明的那样。而对于其他国家,“领导权转移”模型认为,它们

不得不在挑战国和主导国之间作出选择。如果这些国家从挑战者那里感知

到一些具体的利益,那么它们会在这种“甜头”的吸引下选择支持挑战国创

建的新制度,正如我们在英国改变主意转而支持亚投行的案例中看到的那

样。然而,如果没有感知到足够的利益,或者潜在的成本超过了其感知到的

利益,那么它们更有可能追随领导者,因为领导者能够通过现有制度提供更

多的稳定性。日本之所以拒绝亚投行,就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

崛起引起了它的安全忧虑。

尽管亚投行是否会引发美国向中国的领导权转移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

明确的是,亚投行不会是中国在全球治理的金融领域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最

后机遇。本文提出的全球治理“领导权转移”模型融合了有关中国和全球治理

的现有文献,并突出强调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潜在的“领导权转移”时期

所面临的制度政策的动态选择。大多数关于中国和全球治理的研究集中于探

索中国如何适应、挑战以及塑造全球治理的规则和规范,而本文的模型着重考

察在全球治理体系潜在的“领导权转移”过程中,领导者、挑战者和跟随者如何

借助制度制衡进行战略互动。① 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预测中美之间可能爆发

① 关于中国和全球治理的研究,参见:MingjiangLi,“Risingfrom Within:Chinas
Searchfora MultilateralWorldandItsImplicationsforSino-USRelations,”Global
Governance,Vol.17,No.3,2011,pp.331-351;JingGuetal.,“GlobalGovernanceand
DevelopingCountries:TheImplicationsoftheRiseofChina,”World Development,

Vol.36,No.2,2008,pp.274-292;Lai-HaChanetal.,“RethinkingGlobalGovernance:

AChinaModelintheMaking?”ContemporaryPolitics,Vol.14,No.1,2008,pp.3-19;

MilesKahler,“RisingPowersandGlobalGovernance:NegotiatingChangeinaResilient
StatusQuo,”InternationalAffairs,Vol.89,No.3,2013,pp.711-729;GeraldChanet
al.,ChinaEngagesGlobalGovernance:ANew WorldOrderintheMaking? (London:

Routledge,2011);AmitavAcharya,“CanAsiaLead? PowerAmbitionsandGlobal
GovernanceintheTwenty-FirstCentury,”InternationalAffairs,Vol.87,No.4,2011,

pp.85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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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此不同,本文认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制度竞争,以和平方式实现在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权转移”。① 当前体系的霸权国和受益者则需要考虑

如何容纳和适应中国为实现国际体系和平转型所提出的合理要求。

最后,制度制衡绝不是唯一的战略博弈。霸权国仍然可以使用军事制衡

的战略来压制崛起中的大国。崛起中的大国也可以使用武力来追求自己“在

阳光下的位置”。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计划利用国际联盟(包

容性制度制衡)来约束德国和日本。然而,这种包容性制度制衡并未奏效。德

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际联盟。它们没有寻求其他的制度手段,而是发动战争,

利用军事手段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也目睹了美国

通过“重返亚太”或“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制衡。本文认

为,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决策者足够明智,能够克服传统军事制衡和使用硬实力所

带来的诱惑和恐惧,那么通过制度制衡实现相对和平的领导权转移仍是可能的。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 魏冰 译)

① 关于权 力 转 移 理 论,参 见: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1958).关于权力转移理论在中美竞争中的应用,参见:RonaldL.Tammenand
JacekKugler,“PowerTransitionandChina-USConflicts,”TheChineseJournalof
InternationalPolitics,Vol.1,No.1,2006,pp.35-55.关于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判,参
见:SteveChan,China,theUSandthePower-transitionTheory:ACritique(London:

Routledge,2007).




